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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应链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供应链数字化能否推动绿色发展？文章将供应链创新与

应用试点工作视为准自然实验，以 2012−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供应链数字

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经过稳健性检验

和排除替代性解释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主要存

在于国有企业、产业链两端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促进绿

色供应链集成和强化外部治理效力，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从过程视角来

看，在促进绿色创新产出的同时，供应链数字化还降低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成本，表明供应链数字化

的绿色创新效应由效率驱动而非要素驱动。从结果视角来看，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实现了

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统一。文章的结论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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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绿色创新是降污减碳和促进绿色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通过“实施

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来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作为微观经济的支点和环境污染的主体，企业

承担了推进绿色创新的时代任务。而与企业其他创新相比，绿色创新具有知识与环境的双重外

部性，这意味着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同时受到资源禀赋和环境监督的影响（Song 等，2020；王馨

和王营，2021b）。因此，企业绿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多主体的参与过程，其中供应链网络在企业

绿色创新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Junaid 等，2022）。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了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价值创造逻辑，推动了传统供应

链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数字供应链转型升级（Büyüközkan 和 Göçer，2018）。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指出，要在现代供应链上培育新的增长点。作为现代供应链的典型表征，数字供应链建设不仅有

助于完善现代流通体系，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能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为了加快推进现代数字供应链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于 2018 年联合开展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

点工作，力求在现代供应链上培育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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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强调了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网络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价值（Wu，2013；Kong 等，2020）。

而在数字化浪潮下，供应链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逻辑已发生改变（Sarkis 等，2021）。Blanco（2021）

指出，企业大部分的碳排量存在于供应链中。因此，探究供应链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关于供应链数字化的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理论模型建构或转型的

经济绩效评估（Balakrishnan 和 Ramanathan，2021；Hallikas 等，2021），鲜有文献提供供应链数字化

绿色创新效应的经验证据。理论上，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一方面，供应链数字

化能够促进供应链可视化和互联化（Yang 等，2021），这使各节点企业相互进行环境监督成为可

能，也能为上下游企业就环境问题开展合作创造条件（Sarkis 等，2021）。另一方面，供应链数字化

能够吸引更多外部治理主体的关注，并通过扩展生态圈和搭建智慧供应链平台等方式，增加外

部主体与供应链的融合度（陈剑和刘运辉，2021），从而有助于强化外部监督效力。

本文借鉴张树山等（2021）的做法，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视为企业建设现代数字供

应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2012−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这一影响主要存在

于国有企业、产业链两端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第二，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促进绿色供应链

集成和强化外部治理效力，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第三，从过程视角来看，在促进绿色创

新产出的同时，供应链数字化还降低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成本，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

应由效率驱动而非要素驱动。第四，从结果视角来看，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提升了

企业长期价值，实现了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统一。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丰富了供应链数字化效果的研究。现有研究以理论模型构

建或转型的经济绩效评估为主（Balakrishnan 和 Ramanathan，2021；Hallikas 等，2021），且研究方法

大多局限于规范研究（Garay-Rondero 等，2020；Bhattacharya 和 Chatterjee，2022）。而本文实证检验

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第二，本文从绿色供应链集成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揭

示了供应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深化了对供应链数字化赋能效果的理解。同时，本

文基于企业、行业和地区特征的差异，探究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结果有助于形成具体的政策靶向。第三，本文回答了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是由效率驱

动还是要素驱动的问题。有关绿色创新的现有研究往往默认创新产出增加源于投入增加这一假

定，大多数文献仅考虑了绿色创新要素投入的作用，而忽视了绿色创新效率。例如，关于绿色信

贷和环境保护税的研究大多强调对绿色创新投入的倒逼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在降低绿色创新

成本的同时，供应链数字化还促进了绿色创新产出，这对于实现高质量的企业绿色转型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第四，本文丰富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关于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现有研

究大多聚焦于企业内部特征（席龙胜和赵辉，2022）、外部资源（Song 等，2020；王旭和王非，2019；

王馨和王营，2021b）、外部治理机制（王馨和王营，2021a；张玉明等，2021）和环境规制（李青原和

肖泽华，2020；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有少数文献考察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但

研究视角局限于企业或区域层面（宋德勇等，2022），尚无文献从供应链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为了加快发展现代数字供应链，进一步激发供应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潜力，2017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了首份供应链政策文件《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

导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供应链已发展到……智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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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新阶段”，提出到 2020 年形成智慧供应链体系的发展目标，而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

示范工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六大保障措施之一。根据《意见》的要求，商务部等部门于 2018 年

4 月发布了《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指出，试点工作分

为城市试点和企业试点两部分，在为期两年的试点期内，试点城市的主要任务包括出台支持性

政策、优化供应链运营环境和创新政府供应链治理模式等，试点企业则需通过应用现代数字技

术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2018 年 10 月，经过遴选后，55 座城市和 266 家企业被确立为

试点对象。2020 年 4 月，商务部等部门表示各企业积极应用新技术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公布了一

批试点单位的典型经验做法。本文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视为企业建设现代数字供应链

的一次有益尝试，借此考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供应链数字化是构建智能互联技术系统的过程，其基于大数据处理能力以

及先进的软硬件智能设施，通过增加服务的价值和可获性，以更加灵活、有效和一体化的方式来

促进组织之间的交互（Büyüközkan 和 Göçer，2018）。纵观现有研究，由于数字供应链尚属前沿领

域，大多数文献聚焦于数字供应链的概念性框架构建。例如，Garay-Rondero 等（2020）将现代数字

技术与供应链流程、网络结构和要素流相整合，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数字供应链演化模型。

Bhattacharya 和 Chatterjee（2022）通过访谈专家和业内专业人士，提出了数字化项目驱动的供应链

集成框架。随着供应链数字化实践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加强对数字供应链的实证研究

（Hallikas 等，2021），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利用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效

应。例如，Zouari 等（2021）基于对 300 名管理者的问卷调查，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供应链弹

性。Balakrishnan 和 Ramanathan（2021）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改善了供应链绩效，且这种效应在

遭受疫情影响后更加明显。

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根据性质的不同，本文将其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企业内部

特征。例如，席龙胜和赵辉（2022）发现，高管的环保意识越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第二类

是企业外部资源。企业往往难以仅靠内部资源来支撑绿色创新活动，现有研究考察了政府补贴

（王旭和王非，2019）、供应链上下游资源（Song 等，2020）和银行绿色信贷（王馨和王营，2021b）等

外部资源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第三类是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环保需求增

加了企业的绿色发展压力，现有研究表明媒体监督（张玉明等，2021）和公众关注（王馨和王营，

2021a）等是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第四类是环境规制。学者系统研究了命令型和市场

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刘金科和

肖翊阳，2022）。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也有学者考察了数字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

系。例如，宋德勇等（2022）以重污染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数字化提高了绿色创新

水平。

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从研究内容来看，尚未有文献深入分析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绿

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从研究方法来看，供应链数字化的实证研究还十分匮乏，相关实证研究主要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结果的主观性较强且缺乏透明度（Hallikas 等，2021）。

（三）研究假设

1. 绿色供应链集成效应。绿色供应链集成反映了企业与其他供应链节点企业协同管理组织

内外的流程以减少环境问题的程度（Kong 等，2020）。企业具有协同上下游开展供应链环境治理

的动机。一方面，供应链是碳排放的主阵地，政府环保法规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的环保压力促使

企业将环境因素纳入供应链管理的考虑范畴（Wu，2013）；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基础观指出，随着

自然和社会环境挑战的加剧，对环境负责的能力将是组织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Hart，1995）。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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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为了获得绿色供应链实践所创造的社会复杂资源，企业会主动寻求与供应链中的节点企

业开展环境治理合作（Shi 等，2012）。《绿色供应链协同减污降碳（CITI 指数 2021）》显示，①我国企

业的绿色供应链平均得分仅为 5.33（满分 100），因此绿色供应链集成的作用空间巨大。然而，传

统供应链中绿色供应链集成的实现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具体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治理

机制，传统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这增加了供应链协同的难度（Bhattacharya

和 Chatterjee，2022），也使节点企业出于私利而采取的非环境伦理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监督（Yang

等，2021）。

供应链数字化为破除绿色供应链集成的障碍提供了解决方案。一方面，企业通过将智能技

术深度嵌入供应链运营的底层框架中，能够对供应链中的商流和信息流等进行实时识别、监控、

跟踪和管理，推动形成可视化的供应链管理范式（Stank 等，2019）。在此基础上，节点企业间能突

破信息藩篱，通过高效集成供应链内外部要素来开展供应链环境治理（Büyüközkan 和 Göçer，

2018；Yang 等，2021）。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增加了数据的可用性，通过挖掘和分析

供应链中的海量非结构化数据，上下游间能够形成基于“数据”的监督链，有效抑制节点企业出

于私利的非环境伦理行为（Chen 等，2015）。此外，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特性能够提高供应链中

的信息质量，进一步完善基于“数据”的监督链，为规避环境违规行为和增强供应链协同提供支

撑（Queiroz 等，2020）。Benzidia 等（2021）基于对法国医院的问卷调查，发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智能技术的使用促进了绿色供应链协作的实现。

绿色供应链集成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从不确定性视角来看，绿色创新具有高

度的不确定性（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而绿色供应链集成有助于降低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具

体而言，绿色供应链集成能使企业协同上下游设立共同的环保目标和项目，企业通过与上下游

进行联合决策和信息共享，能够获得上游的绿色原材料信息和下游的绿色需求信息，从而增加

绿色创新的靶向性（Wu，2013）。Wong 等（2020）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的研究表明，绿色供应链

集成降低了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从知识基础观视角来看，企业往

往难以仅依托内部知识实现绿色创新（Song 等，2020）。绿色供应链集成能够拓宽企业绿色知识

的获取渠道，从而驱动绿色创新。具体而言，绿色供应链集成构造了一个信任网络，嵌入于网络

中的上下游企业在环境项目上开展合作，并共享和交换关于环境问题的关键知识和信息，从而

发挥知识创造的协同效应。企业通过高效重组和利用外部绿色知识和内部互补知识，能够迅速

提高自身的绿色创新能力（Kong 等，2020）。

2. 外部治理效应。绿色创新的驱动力并非完全内生，大量研究表明组织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对企业绿色发展发挥了治理作用。根据现有研究，本文主要关注政府、媒体、公众和分析师等外

部主体的治理作用。具体而言，政府既可以通过环境规制将污染排放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

业的排污成本，也可以通过补贴激励企业采取对环境负责的行为（叶陈刚等，2015）。媒体监督能

够增加环境污染行为的曝光压力，增强管理者的环境危机意识（张玉明等，2021）。公众可以采取

抵制和投诉等措施给企业管理者施加环保压力，使企业保持对绿色创新实践的持续关注（王馨

和王营，2021a）。分析师跟踪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增加了环境不负责

任行为败露的可能，这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短视对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

理论上，供应链数字化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外部治理效力：首先，数字化转型是时代发

展的潮头，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构想，因而企业开

刘海建、胡化广、张树山、孙    磊：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

① 资料来源：https://wwwoa.ipe.org.cn//Upload/2021102602450476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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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数字化建设倍受外界关注。吴非等（2021）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使企业吸引更多分析师

和媒体的关注。与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相比，供应链数字化涉及的主体更多、影响更广，因而

外部利益相关者可能对此更加关注，这有助于提高外部治理效力。其次，供应链数字化将孤立单

一的企业应用程序沿供应链外扩，改变供应链节点的交互结构，推动供应链由线性到网络再到

生态系统的转变（Wu 等，2019）。在供应链生态系统中，外部环境主体如政府和公众等与内部核

心群落协同演化，成为生态系统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陈剑和刘运辉，2021）。最后，供应

链数字化通过搭建以物联网、大数据为底层框架的智能互联平台，能够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外

部治理主体能更加方便地获取供应链运营信息，提高监督效力。特别是数字供应链平台还具有

向外延伸的能力，能够不断对接新的外部主体，进一步提高外部主体的融入程度（ Ivanov 等，

2022）。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本文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企业试点工作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净效应，①模型设定如下：

LnGPATit = α+βTreati×Timet +λXit +
∑

Year+
∑

Firm+εit （1）

其中，LnGPATit 表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相比，绿色发明专利更能反映企

业创新的水平和质量。因此，本文参考姜军等（2020）的做法，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后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同时，本文还分别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量（LnGUm）和绿色专利申请总量（LnGTotal）的影响。Treati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i 取

值为 1 表示企业为试点企业，反之取值为 0。Timet 为区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实施前后

的虚拟变量，实施后（2018 年及以后）取值为 1，实施前赋值为 0。交乘项 Treati×Timet 的系数 β 反

映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均影响效应，若 β 显著为正，则说明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

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Xit 为控制变量，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因素，具体包括资产负

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资产报酬率（ROA）、现金流（Cash）、股权集中度（Own10）、股权制衡度

（Balance）、独董比例（Indep）以及研发投入（R&D）。同时，模型中还控制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为了获得企业的绿色创新数据，本文首先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手

工整理了各企业的专利申请信息，然后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 2010 推出的“国际专利

分类绿色清单”中的绿色专利 ICP 分类号，进一步识别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情况。企业人员结构

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地市层面数据来自 EPS 数据库，新闻报道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其他

变量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

本文将 2012−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在剔除 ST 和 PT 企业、金融类

企业以及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得到 27 624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

点企业的确立并非随机，而是由商务部等部门从 1 359 家申报企业中筛选产生，且评选标准之一

是企业的供应链相关专利情况，因而不能排除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为此，本文在

基准估计之前采用 PSM 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具体而言，本文将式（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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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并不认为试点企业在入选试点之前或者非试点企业未尝试开展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事实上，一些智能程度较低的数字技术如

ERP 等与供应链的融合由来已久。而本文认为，作为国家级的试点企业，处理组在试点期间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去发展数字供应链，即

数字化转型程度会高于非试点企业或者入选试点之前的水平，从而为观察供应链数字化的影响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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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①将 Treat 作为因变量，利用 Logit 模型估算倾向得分，在此基础上采用核匹配原则分年度分

行业（一级行业）进行样本匹配。在剔除未实现配对的样本后，本文最终得到 12 247 个企业−年度

观测值。

（三）描述性统计。②LnGPAT 的均值为 0.340，标准差为 0.760；LnGTotal 的均值为 0.486，标准

差为 0.923；LnGUm 的均值为 0.290，标准差为 0.673。这说明不同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存在较大

差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平均而言略微大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Treat 的均值为 0.032，说明样

本中处理组企业观测值仅占 3.2%，因而有必要检验实证结果是否由小样本偶然所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表 1 展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其中，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列（2）未引入企

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列（3）加入了控制变量及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列（1）至列（3）中交乘项

Treat×Time 的系数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以列（3）为例，就经济显著性而言，由于处理组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均值为 0.690，供应链数字化

使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高了 26.09%（0.180/0.690）。列（4）结果显示，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

实用新型专利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供应链是企业污染排放的主阵地（Blanco，2021），

企业更可能借助供应链数字化的契机，与上下游企业合作解决实质性的供应链环境问题，从而

主要表现为绿色发明专利增加。列（5）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使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总量增加

了 20.94%（0.178/0.850）。上述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 1    基准回归

（1） （2） （3） （4） （5）

LnGPAT LnGPAT LnGPAT LnGUm LnGTotal

Treat×Time 0.171**（0.072） 0.181**（0.075） 0.180**（0.072） 0.040（0.066） 0.178**（0.079）

Controls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247 12 247 12 247 12 247 12 247

R2 0.022 0.012 0.025 0.036 0.03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企业层面cluster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和

常数项结果未列示。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③

1. 事件冲击的外生性检验。本文通过考察在评选通告发布和入选名单公示两个时点，处理

组与对照组的市场反应差异来判断事件的外生性。在发布通告时，若处理组企业（此时尚未确定

入选）相对于对照组企业获得了更积极的市场反应，则说明在评审结果公布之前，市场已经能够

判断处理组企业入选试点的可能性更高，从而拒绝了事件外生性的假设。在评审结果公布时，若

处理组企业相对于对照组企业并未获得更积极的市场反应，则说明本文选取的事件冲击不具有

有效性（曹春方和张超，2020）。对于通告发布，本文将《通知》发布日期即 2018 年 4 月 10 日确定

刘海建、胡化广、张树山、孙    磊：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

① 匹配变量不包含研发投入，这是因为下文还将讨论供应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在逐年匹配的前提下，加入创新投入

或产出变量可能导致冲击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创新方面比较接近，从而掩盖冲击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尝试根据冲击前的企业特征

进行匹配，并新增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作为匹配变量，研究结论不变。

② 受篇幅限制，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文中未列示，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③ 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在文中未列示，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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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件日。①对于结果公示，由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发布评审结果时股市已闭市，本文将事件日顺

移到下一个交易日，即 2018 年 9 月 25 日。本文选择的估算模型为市场模型，估计期为［−200，

−21］，共计 180 个交易日，事件窗口期为［−2，2］和［−3，3］。回归模型如下：

CAR[t1, t2] = α1+α2Treat+α3Controls+
∑

Industry+ε （2）

其中，CAR 为累积超额回报率，Treat 的定义与式（1）中保持一致，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包括资产

报酬率（ROA）、现金流（Cash）、企业规模（Size）和资本结构（Lev），计算方法与上文一致，并取

2017 年年末值，模型中还包含行业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在通告发布时，Treat 的系数不显著；而

在结果公示时，Treat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试点工作相对外生，是有效的冲击事件。

2. 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是双重差分估计无偏的前提，为了检验这一前提假定是否成立，

本文设定了如下模型：

LnGPAT it = α+

2020∑
k=2013

βkTreati×Yeark
t +λXit +

∑
Year+

∑
Firm+εit （3）

其中，Yeark 为时间虚拟变量，当样本在 k 年时，Yeark 取值为 1，否则为 0。2012 年被确定为估计的

基 准 期 ， 系 数 β k 反 映 在 k 年 处 理 组 企 业 与 对 照 组 企 业 的 绿 色 创 新 水 平 差 异 。 结 果 显 示 ， 在

2018 年之前，βk 的 95% 置信区间内包含 0。这说明在冲击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在绿色创新水平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3. 安慰剂检验。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第一，在剔除 2018 年及以后的处理期

样本后，将冲击时点分别前移一年、两年和三年，交乘项均不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不能被组间

的固有差异所解释。第二，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 53 家企业作为试点单位，保持冲击时点不变，在

此基础上估计式（1），重复上述过程 2 000 次。Treat×Time 的系数集中在 0 附近，95% 分位数为

0.148，小于真实估计系数（0.180）。可见，非观测因素并没有对本文的估计结果造成实质影响。

4. 小样本估计偏差。本文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共 53 家）中随机抽取 45 家形成新

的处理组，并与对照组进行回归，重复上述过程 2 000 次。Treat×Time 的系数主要分布在 0.179 附

近，与真实值基本一致。t 值则集中在 2.305 附近，说明大部分的系数都显著。可见，本文结果并

非由小样本估计偏误所致。

5. 匹配方法的敏感性测试。本文对匹配方法进行了以下调整：一是将匹配方法更换为

1∶4 的近邻匹配。二是仅在冲击的前一年（2017 年）采用 PSM 以核匹配的方式分行业筛选对照

组企业。三是在冲击的前一年将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以及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作为匹配变量，

采用 PSM 以核匹配的方式分行业进行样本筛选。四是根据商务部等部门公布的试点企业申报

表中的项目确定匹配变量，具体包括供应链集中度、企业规模、库存周转率、市场占有率、现金周

转期、总资产周转率、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以及成本费用利润率，在冲击的前一年采用 PSM 以

核匹配的方式分行业进行样本筛选。经过上述处理后，研究结论不变。

6. 排除替代性解释。第一，在回归中引入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排除城市层面一

些同质化程度较高的试点政策的影响。②第二，引入重污染行业与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以吸收

2018 年新出台的环保税的影响。排除上述事件干扰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对本文研究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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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百度资讯指数，在《通知》发布的后一天即 11 日，“供应链”百度资讯指数由前一天的 2 万剧增到 135 万。这说明《通知》的发布引

发了极大关注，事件日的选取是合理的。本文还将 4 月 11 日作为事件日，研究结论不变。

② 包括 2014 年开始实施的物流标准化城市试点工作、2017 年开始实施的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以及 2018 年实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城市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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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替代性解释是，试点企业中存在部分具有较强绿色化导向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完

全源于试点企业中“绿色成分”的影响，而与供应链数字化无关。本文采用以下方法来排除这种

替代性解释：首先，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关于复制推广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第一批典型经验做

法的通知》，识别重点发展绿色供应链的试点企业并加以控制，①此时结果依然显著。其次，排除

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的影响。工信部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末遴选了共 189 家企业作为绿色

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本文在回归中引入变量 Green_ori（当年已是示范企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分离出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工作的影响，此时结果依然显著。最后，考察供应链数字化对绿

色供应链相关度不同的企业的异质影响。与非重污染行业相比，重污染行业企业对绿色供应链

的重视程度会更高。本文根据试点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定义了 Treat_Yes 和 Treat_No 这两

个变量。Treat_Yes×Time 和 Treat_No×Time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

应并非完全源于试点企业中与绿色供应链相关的企业的影响。根据上述结果，可以排除供应链

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被试点企业中“绿色成分”所解释的可能。

7. 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还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更

换为前置一期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前置一期的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以及当年申请的绿色专

利在未来两年的被引用总量。第二，剔除 2020 年观测值以排除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第三，测试

变量 Time 的敏感性，包括剔除转型当年的观测值以及将 2018 年样本的 Time 赋值为 0。第四，考

虑遗漏变量问题。在回归中进一步引入区域层面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以

及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经过上述处理后，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研究结论不变。

（三）异质性分析。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因素的差异可能导致供应链数字化效果的异质性，

本文将基于三重差分模型，从上述维度对供应链数字化的影响进行解构，以形成具体的政策靶

向。三重差分模型设定如下：

LnGPAT it =α+β1Treati×Timet ×Mit +β2Treati×Timet +β3Treati×Mit

+β4Timet ×Mit +β5 Mit +λXit +
∑

Year+
∑

Firm+εit

（4）

其中，M 为表示企业、行业或区域特征的虚拟变量，其他变量定义与式（1）一致。

1. 产权性质异质性。根据产权性质的不同，本文定义虚拟变量 SOE，若企业为国有企业，则

SOE 取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将 SOE 代入式（4）中的 M 进行估计。表 2 中列（1）结果表明，与非

国有企业相比，供应链数字化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是

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还是保证国家政策贯彻落实的主阵地。在我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和建设

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绿色发展自驱力。因此，开展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后，在

数字技术使能机制的深度嵌入下，国有企业会积极主动地联合上下游打造绿色可持续的供应链

生态体系，从而其绿色创新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2. 产业链位置异质性。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 2014 年中国投入产出数

据，计算 Antras 等（2012）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指数（Upstreamness），衡量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链位

置，其数值越大说明行业越靠近上游位置。根据这一指数的三分位数，本文将样本分为上游、中

游和下游。理论上，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产业链两端更加显著。一方面，

Schmidt 等（2017）的研究表明，下游企业更容易进入消费者和媒体视野，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

的需求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对上游企业而言，Lee 等（2014）指出供应链存在一种“绿色牛鞭效

刘海建、胡化广、张树山、孙    磊：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

① 该《通知》仅列出了两家在发展绿色供应链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其中 A 股上市公司 1 家（苏宁易购），本文在回归中加入苏宁易购与

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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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下游的环保需求会沿供应链持续放大并传递给上游企业，使得上游企业更加重视提高开

发环境能力的机会。开展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后，上下游企业更有可能在环保上投入更多精力，促

进绿色创新。本文定义虚拟变量 Mid，若企业所属行业为中游，则 Mid 取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

将 Mid 代入式（4）中的 M 进行估计。表 2 中列（2）结果表明，与产业链中游企业相比，供应链数字

化对产业链两端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预期一致。

3. 地区市场化水平异质性。根据市场化水平的中位数，本文将样本分为市场化水平高低两

组，定义虚拟变量 Market，若样本属于市场化水平较高组，则 Market 取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将

Market 代入式（4）中的 M 进行估计。表 2 中列（3）结果表明，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开展供应

链数字化转型后，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更加显著。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往往较高。这导致外部主体难以对企业的环境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增加了企业

与供应链中其他企业的协同难度。供应链数字化能够通过智能技术赋能来构建高效的信息治理

机制，使得联通供应链内外部主体的非线性交互网络得以形成（Büyüközkan 和 Göçer，2018）。这

有助于提高绿色供应链集成程度，增强外部监督效力，从而对企业绿色创新形成更大的推动作用。
  

表 2    异质性分析

（1） （2） （3）

产权性质 产业链位置 地区市场化水平

Treat×Time×M 0.324**（0.139） −0.259*（0.139） −0.388***（0.116）

N 11 981 12 247 12 247

R2 0.027 0.026 0.027

　　注：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常数项以及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未列示，下表同。

五、机制分析

（一）绿色供应链集成效应。供应链数字化能够通过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打破信息壁垒，畅

通信息交互渠道，促进供应链的可视化和互联化。在此基础上，节点企业间可以更加有效地开展

环 境 项 目 合 作 ， 并 从 供 应 链 全 局 视 角 监 督 各 节 点 污 染 排 放 ， 从 而 提 高 绿 色 供 应 链 集 成 程 度

（Benzidia 等，2021）。大量研究还表明，绿色供应链集成既能降低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还能提高

绿色知识存量，是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前因（Wu，2013）。

为了验证上述机制，首先需要衡量绿色供应链集成情况。绿色供应链集成的度量大多借助

问卷（Kong 等，2020；Wong 等，2020），尚无文献采用公开数据进行测度。考虑到绿色供应链集成

的理念源于绿色供应链和供应链集成（Wolf，2011；Wong 等，2020），本文将绿色供应链集成划分

为供应链集成和绿色供应链导向两个维度。对于供应链集成，本文采用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

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比的均值（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李琦等，2021）。而这一指标更多地

反映企业对上下游的依赖程度，比较间接地刻画供应链的协同状态。为此，本文还统计了上市公

司年报中“供应链集成”“供应链整合”“供应链协同”“供应链协作”等词语出现的频次，将词频

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供应链集成的另一指标。对于绿色供应链导向，本文使用年报中“绿色供

应链”一词的词频（取自然对数）进行衡量。而考虑到文本分析的有效性仍存在一定争议（宋德勇

等，2022），本文还借助工信部开展的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来衡量绿色供应链导向。为了加快

绿色转型，工信部从 2016 年起每年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截至本文观测期结束，已有五

批次共 189 家企业入选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绿色供应链导向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考核

并被确立为示范企业，且企业入选后还需接受工信部的随机抽检，因而其绿色供应链导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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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本文定义企业当年是否已是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的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绿色供应

链导向。本文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将第一主成分作为衡量绿色供应链集成的指标

（GSCI）。

表 3 中列（1）和列（2）报告了绿色供应链集成效应的检验结果。列（1）中 Treat×Time 的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提高绿色供应链集成程度。①列（2）中 Treat×Time 和 GSCI 的系

数均显著为正，结果支持了绿色供应链集成的中介作用。 因此，供应链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与

上下游协同开展供应链环境治理，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二）外部治理效应。理论上，供应链数字化能够强化外部治理效力。首先，作为时代的潮

头，供应链数字化容易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其次，供应链数字化能够实现从线性供应链

到供应链生态圈的转变，从而增强外部主体与供应链的融入程度（陈剑和刘运辉，2021）。最后，

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提高供应链透明度（Stank 等，2019），增强外部主体的监督效力。而外部主体

治理水平的提高可能增加企业的环保压力，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

为了验证上述机制，本文借鉴叶陈刚等（2015）的思路，通过主成分分析来构造反映外部治理

水平的综合指标。具体而言，本文主要考察政府、媒体、分析师和公众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行为的监督和规范作用。对于政府的治理作用，本文参考叶陈刚等（2015）的研究，从环境规制和

政府补贴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本文采用各省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环境相关词频占比来衡量环

境规制强度（马永强等，2021），政府补贴则以企业获得的补贴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衡量。媒体

监督用企业年化被媒体报道次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分析师跟踪用当年对企业进行跟踪

并发布报告的分析师人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公众关注则以企业当年在网络上被搜索次

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来测度。本文对上述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一主成分即为衡量企业

外部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表 3 中列（3）和列（4）报告了外部治理效应的检验结果。列（3）中

Treat×Time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外部治理水平；列（4）中

Treat×Time 和 OutGov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验证了供应链数字化通过提高外部治理水平而促进

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表 3    机制分析

绿色供应链集成效应 外部治理效应

（1） （2） （3） （4）

GSCI LnGPAT OutGov LnGPAT

Treat×Time 1.255***（0.436） 0.163**（0.070） 0.250**（0.104） 0.161**（0.074）

GSCI 0.012*（0.007）

OutGov 0.017*（0.009）

N 11 866 11 866 10 953 10 953

R2 0.041 0.026 0.368 0.025
 
 

六、进一步研究

（一）基于过程视角：效率驱动还是要素驱动。当前，我国经济正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这

要求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由传统的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甚至创新驱动转变。正如党的二十大报

刘海建、胡化广、张树山、孙    磊：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

①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控制了试点企业中“绿色成分”的影响，发现此时供应链数字化依然能够提高绿色供应链集成水平，这排除了绿

色供应链集成效应来自试点企业中“绿色成分”影响的可能。

•  13  •



告所指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考察绿色创新效应是由要素驱动还是效率驱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遗憾的是，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现有研究往往隐含一个默认的假定，即

绿色创新产出的提高源于投入的增加。这导致现有研究在回答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这一问题

时大多聚焦于投入端，如呼吁完善绿色信贷体系和环保监督体系等（王馨和王营，2021b）。增加

绿色创新要素投入对促进绿色发展固然重要，而企业也可以通过改进绿色创新效率，在不增加

绿色创新投入的基础上提高绿色创新产出，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本文将要素

驱动的绿色创新解释为由绿色创新要素投入增多所引致的创新产出变化，将效率驱动的绿色创

新解释为由投入产出效率提高所引致的创新产出变化。

理论上，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既可能源于要素驱动，也可能源于效率驱动，甚至可

能是两者的共同作用。首先，供应链数字化能够通过提高外部治理水平，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环保

压力，企业可能增加绿色创新投入来回应外界压力。其次，供应链数字化能够促进绿色供应链集

成，通过联合研发绿色产品和共享绿色知识等方式，企业可能在降低创新成本的同时提高绿色

创新产出。最后，企业可能在实现绿色创新效率跃升的同时叠加以更多的绿色创新要素投入，以

寻求更多的绿色创新产出。

为了验证上述逻辑，本文首先考察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要素投入的影响，分别将创新

的资本投入要素（R&D，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创新的劳动投入要素（R&D_P，研发人员占

比）以及技术人员数量（Tech_P，技术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式（1）进行回归。

表 4 中列（1）至列（3）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总体上减少了企业的创新要素投入。列（4）考察了

供应链数字化对创新结构（GreenS，绿色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建

设现代数字供应链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创新结构，从而排除了企业通过挤出非绿色创新资源来保

障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可能。综上分析，供应链数字化减少了企业绿色创新的要素投入。列（5）

和列（6）进一步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采用以下两个

衡量指标：一是参考曹春方和张超（2020）以及姜军等（2020）的研究，使用单位研发投入的绿色创

新产出来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率（GreenE_1）；二是参考孙鲲鹏等（2021）的做法，将绿色专利申

请量作为创新产出，将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作为创新投入，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来估计企业的绿

色创新效率（GreenE_2）。列（5）和列（6）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率。综

上分析，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完全由效率驱动。
  

表 4    效率驱动抑或是要素驱动

（1） （2） （3） （4） （5） （6）

R&D R&D_P Tech_P GreenS GreenE_1 GreenE_2

Treat×Time −0.005***（0.001） −0.000（0.006） −0.031（0.078） 0.007（0.008） 0.009**（0.004） 0.037*（0.019）

N 12 247 7 350 11 476 12 247 11 381 6 907

R2 0.077 0.072 0.375 0.005 0.030 0.045
 
 

（二）基于结果视角：绿色创新的经济效益。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同时

能否兼顾经济效益？现有文献对此尚无定论，有学者发现绿色创新为企业创造了超额收益（方先

明和那晋领，2020），而也有学者提供了企业绿色创新降低企业绩效的证据（Junaid 等，2022）。基

于此，本文将进一步考察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创新效应的经济价值。具体而言，本文采用逐步回归

的方式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长期价值指标 Tobin’s Q 的影响。表 5 中列（1）结果表明，供应

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长期价值；列（2）的结果与上文一致；列（3）中 LnGPAT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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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绿色创新提高了企业长期价值，在控制 LnGPAT 后，交乘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

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升了企业长期价值。
  

表 5    绿色创新的经济效益

（1） （2） （3）

Tobin’s Q LnGPAT Tobin’s Q

Treat×Time 0.295**（0.135） 0.181**（0.072） 0.288**（0.135）

LnGPAT 0.039**（0.016）

N 11 959 11 959 11 959

R2 0.257 0.026 0.257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绿色创新是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供应链是碳排放

的主阵地，在数字化浪潮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推动传统供应链向可视化、互联化、智能化的现

代数字供应链演进。而供应链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发展，目前尚没有研究为此提供直接的经验

证据。本文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企业试点工作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2−2020 年 A 股上

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

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

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产业链两端以及市场化程

度较低的地区。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促进绿色供应链集成和强化外部治理效力，提

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从过程视角来看，在促进绿色创新产出的同时，供

应链数字化还降低了绿色创新成本，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的绿色创新效应是由效率驱动而非要素

驱动。从结果视角来看，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提升了企业长期价值。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以供应链数字化为抓手，加快推进绿色发展。本文研

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能够通过促进绿色供应链集成和强化外部治理效力，提高企业的绿色创

新水平。首先，要完善现代数字供应链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鼓励供应链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

成应用，加强在信息共享、群体决策和风险共担等方面的协同管理，统筹聚集供应链绿色创新资

源。其次，要着力提升数字供应链与外部主体的兼容性，提高外部主体的可接入度，通过搭建智

慧供应链平台，畅通供应链内外的交互渠道，强化媒体、公众、分析师和政府等主体在数字供应

链生态系统中的参与感。最后，要扩大现代数字供应链的试点规模，发挥试点企业的引领带动作

用，定期总结、复制和推广供应链数字化的先进经验，推动形成产业绿色转型的新势能。第二，政

府有关部门要分企业、分行业、分地区做到精准施策。要继续发挥好国有企业对绿色发展的引领

作用，进一步引导民营企业树立环保导向的价值观念，提高企业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对于产

业链的中游企业，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完善相关的环境规制，从外部施加绿色转型压

力，从而弥补绿色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要建立配套的支持政

策，降低企业建设数字供应链的成本，从而释放供应链数字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潜力。第三，本文

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产出的同时，供应链数字化还能降低绿色创新成本，并为企业创造长期的

经济效益。因此，对于环保压力较大的企业，可以将数字供应链作为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杠杆。同时，政府部门可以将供应链视为减污降碳的一个单元，加快推出绿色数字供应链的法律

法规，以引导供应链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更好地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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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Supply Chain Digitization

Liu Haijian1,  Hu Huaguang1,  Zhang Shushan2,  Sun Lei2

(1.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wave of digitaliz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pushing

the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to evolve into a modern digital supply chain. However, there is no research to an-

swer whether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can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supply chains.

With the help of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constructed by the pilot work of supply chain in-

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0, this pa-

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the DID model.

It is found that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improves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by 26.09%. This

impact mainly exist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oth ends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low market-oriented area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green supply chain,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ernal governance, and then improve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improves the output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reduces the cost of green innovation, so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supply chain digit-

alization is driven by efficiency rather than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ults,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promotes the long-term value of enterprises by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First, take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speed up gree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upply chain and digital tech-

nology, make overall plans to gather green innovation resources of supply chain, improve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digital supply chain and external subjects, and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external sub-

jects. Second, consider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digital supply chain in different en-

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regions when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Third, regard the supply chain as a unit to

reduce pollution and carbon, and speed up the introd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green digital supply

chain.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is mainly limited to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or the evaluation of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benefits. Secon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it reveal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on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Third, it answers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of supply chain

digitalization is driven by efficiency or factors. Fourth,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innovation.

Key words:  supply chain digitization；  green innovation；  green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exter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driven

（责任编辑　石　头）

  2023 年第 3 期

•  18  •


	一 引　言
	二 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三 研究设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五 机制分析
	六 进一步研究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